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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诠释学矛盾

熊伟，舒艾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批评性话语分析在诞生及发展过程中广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其分析/阐释结果的客观有效性，语 

言学家威多森、斯塔布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代表费尔克劳夫等人曾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系列辩论。从西方诠 

释学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费尔克劳夫与威多森等人的争论是诠释学内部的分歧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的投影， 

对应着三重矛盾：科学实证方法与人文阐释方法的矛盾、客观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的矛盾、“批评性”阐释与过度 

阐释的矛盾。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思想，这些矛盾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互补性和张力的共同作用下，批 

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得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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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已被广泛用于政治学、社会 

学、文学、传播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然而，自面世起,CDA就面临了诸多批评与质疑。著名语言学 

家亨利•威多森(Henvy Widdowson)在多篇文章或专著中对CDA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批评，还与CDA的 

主要代表人费尔克劳夫(Norman Fairclogh)展开了系列辩论〔日。其中的一个核心论题是:CDA的分析结果 

是否具有客观有效性?威多森指出，CDA是在对语言现象与社会情境进行循环论证，其分析的本质是一 

种阐释,而CDA的阐释带有一定主观性,使人对分析结果的客观有效性产生怀疑。费尔克劳夫对这一问 

题的答复较为含糊，既未说明实现不同分析结果的方法，又未确切证实CDA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对于 

CDA这样一项带有“工具语言学”性质的分析理论而言,最终结果的客观有效性几乎是其生存发展之根 

本。本文将剥茧抽丝、追本溯源，从诠释学①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本质进行剖析和探讨，并结合当前CDA的 

发展趋势提出一定建议。

一、问题的缘起

作为CDA理论长期的批评者,威多森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CDA的不足3%),其主要批评意见可基本 

归纳为以下四点:(1)CDA对于分析(analysis)与阐释(interpretation)的概念含混不清；(2)分析者在分析/ 
阐释时融入了个人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3 )受上一点的影响，分析者的语言证据具有个人倾向性；4) 

忽视了 CDA分析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理解的差异以及不同阐释结果的可能性。这四点质疑可谓相互关联、 

层层递进。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在于,CDA的结果到底是一种客观分析还是一种主观阐释呢？

威多森提出,CDA的名称采用的是“分析”一词,但“分析”与“阐释”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分析者 

往往揭示的是导致不同分析结果的原因，且每种原因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是合理的”叫分析伊始，分析 

者当然可以对结果做出一定设想,文本分析后,对于不同分析结果也可以有所偏好,但“阐释者则在一开 

始就优先考虑他们自己的理解倾向了 "。因此,在威多森看来,CDA更像是一种阐释行为而非分析行为。

①对于“诠释学”这一概念，也有学者称作“阐释学”或“解释学"，但学界普遍采用"诠释学”指代这一学科，而"阐释”则指代具体的解 

释行为，参见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对“阐释”和“诠释”的辨析说明，本 

文亦采纳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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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阐释”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它不仅与作者书写文本时的意图有关,还与读者的阅读理解相关, 

读者个人的理解可能与作者的实际意图相去甚远OCDA分析者们对作者意图的揣测“自然而然、无法避 

免"地建立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their conception of the world)、社会现实以及个人所处的现实(social and 
individual reality)、价值判断(value)、信仰及偏见(beliefs and prejudice)之上叫而在CDA的支持者看来， 

语言并非是自然纯净的,话语是社会权力斗争的空间。这样一来,CDA在进行文本分析时,似乎陷入了一 

个“怪圈”一“分析者已经预设待分析的话语具有意识形态"，一旦如此，“分析者便会不自觉地寻找可以 

论证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证据,而忽视其他语言现象”叫最终的结论不免有片面、无效、不客观之嫌。

对于CDA分析/阐释结果的有效性问题,不仅威多森提出质疑，另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迈克尔•斯 

塔布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意见。斯塔布的意见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11个问题中[11],而前两个问题针 

对的就是CDA分析/阐释的有效性:(1)采用何种标准评估CDA文本分析的结果(By what criteria can CDA' 

s textual analyses be evaluated)?(2)CDA 阐释的权威性从何而来(What source of interpretative authority does 
CDA claim)?对于以上质疑,费尔克劳夫回应称:CDA的阐释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阐释-1 (interpretation- 
1)和阐释-2(interpretation-2)。前者与一般语言分析无异,即确定口头/书面文本的意义或特征；后者则 

结合社会情境对文本分析的结果进行解释，比如，揭示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是如何塑造阐释-1中的话语 

现象的。而威多森将前后两部分的“阐释”内容混为一谈了叫根据这一答复，阐释-1似乎被视为阐释-2 
的一部分，即语言分析是社会情境阐释的基础和依据。此外，费尔克劳夫虽然称多样性的阐释本就是 

CDA的重要前提，但他并未提供实现多样性的操作模式，也没有给出CDA结果的评估标准。对于CDA 
预设意识形态的问题，费尔克劳夫的回应是:任何自然或社会科学研究都有可能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 

即便是所谓最“纯净”的科学也无法避免，科学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绝对对立的叫综上，双方的讨论基本围 

绕一个问题展开,即,CDA所谓的文本分析/阐释之有效性或权威性究竟从何而来?费尔克劳夫并没有给 

出十分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二、CDA阐释的三重矛盾

CDA自身是一个杂糅了多门学科和多重思想的理论，因此，其内部的碰撞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首先, 

根据费尔克劳夫的划分,CDA的分析过程既有实证的文本分析,又有与社会情境相结合的阐释,而这两 

部分的源头指向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其次，从费尔克劳夫的答复来看，无论阐 

释-1是独立于阐释-2的一部分,还是作为铺垫为阐释-2服务，他真正期望的是找到一种合理的阐释路 

径，通过文本分析和情境阐释来理解作者的意图，因此费尔克劳夫的努力更接近一种方法论。而威多森 

和斯塔布在质疑这种研究方法时,关注的是其阐释行为的合理性，他们思考的是哲学意义上的阐释，因 

此二者辩论的重心并不相同。最后,CDA的“批评”指向隐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深挖式的分析阐释又如何 

与过度的阐释相区分呢?这重重的矛盾都指向了阐释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从阐释学的理论视角出发，结 

合阐释学的学科发展史、研究路径及相关论题，以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客观阐释学与哲学阐释学、批评 

性阐释与过度阐释等三对矛盾来梳理辩论双方的阐释学本质。

(一)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方法的矛盾

西方哲学历经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一直发展到近当代哲学,逐渐分化为两派研究传统,一派是 

自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伊始的人文思辨型，另一派则为自科学时代弗朗西斯•培根以降 

的科学实证型。人文思辨的研究传统历史悠久，在科学时代降临以前具有牢不可破的权威地位。经过漫 

长的中世纪，经院哲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文艺复兴主题之一“对世界的发现”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开 

始兴起。培根吹响了科学实验研究的号角，在牛顿力学的凯旋声中,科学主义研究思想被推向了高潮。。9 
世纪30年代，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了著名的“精神发展三阶段”规律，认为人类精神发展 

经过“神学”及“形而上学”阶段，即将进入“实证”的科学研究阶段。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对形 

而上学产生怀疑，开始注重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探求变化的现象和事实的本原，如通过实验、观察、数 

据计算等方法,从大量的客观事实中找到一般性规律,使研究结果尽可能精确、量化和肯定。实证的方法 

排斥抽象空洞的思辨，认为一切可靠知识只能来源于事实经验，理论和假设的可靠性必须由事实来验证。

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兴起发展的过程，也是其与人文主义分裂对立的过程。“人文主义”认为人才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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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尺度，重点关注人的价值、意义以及对生命的感受和理解，同时还强调客体的差异和多样性,这些是 

无法用数字来度量、用数据来表现的，只有通过描述性、阐释性的语言才能实现。因此，人文阐释的方法 

明确地站在了科学实证的对立面。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科学思潮携手并进，成为推翻宗教神学 

的主要力量,对于“人”和“世界”的发现代替了对上帝的盲目推崇和信仰。但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一些人 

文主义者仍对某些狂妄的科学主义感到不安。18世纪中叶，卢梭抨击科学为罪恶的渊薮,将引发社会风 

尚败坏、道德沦丧，“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 尼采则将科学从天 

上拉回了人间，“我们无法生活在纯洁透明的空气中，也同样无法生活在远离日常生活的纯粹科学中，科 

学必须回到浑浊泥泞的地面，它必然在尘世游泳涉水,从而玷污自己的双脚”问。阿诺德在“文学与科学” 

的演讲中回击了赫胥黎对文学发展的悲观预言，他极力反对将自然科学置于教育的主导位置，认为人类 

在探索自然界的同时也要注重“人性的构造"20世纪50年代，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指出，科学和人 

文割裂的现象愈演愈烈,这种两军对垒、各自为营的状态必然会妨碍社会及个人的发展进步网J

科学实证的崛起对诠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西方诠释学最后又逐渐发展为西方整个人文科 

学的哲学基础。现代诠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虽致力于构建一种作为理解艺术的阐释的科学，但囿于其心 

理学的阐释、作者个体性、理解的神秘性等思想，施氏的诠释学演变为一种矛盾、辩证性的诠释学,最终 

未能实现一般化与科学化。施氏逝世后，发展一般诠释学的重任落到了狄尔泰肩上。2世纪末，狄尔泰 

试图在诠释学中为精神科学(；1<2=129<221724-.坯7)找到科学基础，即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为阐释人类内 

在生命的学科构建科学基础，找到一种客观有效的阐释方法。受到大历史学派兰克(Leopolde V87 Ra7ke)、 

孔德等人的实证史料研究的影响,狄尔泰努力在科学实证主义和精神阐释方法之间实现一种调和，即将 

这种17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生命冲动、生活经验阐释方式构建成一种客观有效的科学。英法经 

验实在论、实证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生命哲学在狄尔泰这里实现了融合,实证科学和人文阐释这两种 

伟大而又彼此冲突的研究方式产生了交汇。

CDA的阐释方式似乎也经受了这样一种调和思想的洗礼。阐释-1的重点为文本分析，通过对文本 

中的词汇、语法形式、图像符号和篇章结构等进行调查,总结出一般性的语言规律,而阐释-2则将这些 

语言证据放置于社会情境中进行解释。由此看来，阐释-1向实证主义倾斜，侧重于实证语料的收集、客 

观语言现象的整理与分析。并且，近年来,随着相关数据统计手段的发展进步,这一趋向愈发明显:语料 

库语言学与CDA的结合日益紧密,各类调查统计工具的应用愈发频繁，丰富的语料被广泛用来证明研 

究的客观性。与之相反，阐释-2则回归了人文社会思辨的传统,通过将宏观社会历史事实与微观语言证 

据相结合，以阐释的方法揭示不公正权力关系或意识形态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渗入人们日常交往与对话的。

由此可见，原本相对立的科学实证方法与人文阐释方法在CDA的阐释过程中实现了融合,CDA的 

血液里就带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基因。从某种程度来说，阐释-1的实证色彩为CDA 

的结论带入了客观有效性，在索绪尔言语-语言理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福柯话语-权力-知识、西方 

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观照下%15-17',阐释-1又为阐释-2指明了发展方向,阐释-2并非研究者自由、任意、 

不受限制的自我发挥。然而，回顾CDA的分析阐释过程,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若阐释-1在收集分 

析文本语言证据时，就已经带有一定倾向呢?若分析者在起点就已经预知了目的地呢?他们只不过是规 

划出一条看起来合乎逻辑的路线罢了。那么阐释者的最终结论还是客观有效的吗？

(二"客观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的矛盾

西方诠释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对古代典籍的解释分析。在14—17世纪文艺复兴和 

宗教改革时期，人们开始重读古代经典。历经岁月淘漉的文学和宗教文本，都已蒙上时间的灰尘,人们不 

得不诉诸系统的阐释方法对这些晦涩的文字予以解读，这时候诠释学主要朝着语文诠释学和圣经诠释 

学的方向发展。到了近代，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努力将诠释学建设成为一般科学，认识论成为诠释学发 

展的第一要务。受自然科学时代的影响，寻找一种客观有效的解释方法、如何真正“回到作者那里”是他 

们最关注的问题。

然而，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思想毕竟缺乏一定操作性，因为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回到已经逝去的 

时代或作者书写文本的那一刻。也许正是两位伟大思想家在实践操作性上的“不成功"，启发了海德格尔 



第4期 熊伟,等: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诠释学矛盾 87

与伽达默尔对诠释学本身进行研究，衍生出西方诠释学璀璨夺目的另一派一学诠释学。在对人的“有 

限性”和“历史性”进行现象学及诠释学的描述中,哲学诠释学一派摒弃了主客二分化的主张，对自然科 

学的客观主义的束缚予以反叛，并以从现象学"意向性"(intentionality)萌生的"前理解",former under

standing) 取而代之。胡塞尔现象学的极端主观化在海德格尔这里发生了改变，但后者仍汲取了主客同一 

的精髓，提出无预设的阐释之不可能性阴叫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完成了从“作者中心论”到 

“读者中心论”的诠释学转向，对读者在理解过程中的主观性给予积极的肯定。然而，伽达默尔虽未直接 

否认文本中的作者原意，却以“效果历史”否定了到达作者原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分歧就集中在阐释的认识性和存在性上。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阐释的目 

的是到达作者那里，揭示作者本人的真实意图。而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已经间接表明，还原作者的意 

图、复原历史文本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在阐释者与作者或历史文本之间有难以逾越的时间鸿沟。因此，在 

伽达默尔那里，文本被“存在”起来了，阐释的结果指向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相融合的那一部分。在这 

两条路径中，一条的终点指向作者或文本的自在意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确立出认识方法;另一条经 

由现象学、路过和远离认识论的诠释学,走向“存在”的哲学，由此，阐释不再被看成对阐释客体的认识方 

法,而是对阐释活动、阐释者以及阐释对象作为“存在”现象的探讨。

在西方诠释学中存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两派对于阐释有效性之路径的争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 

贝蒂(Emilio Betti)与赫施(Eric Donald Hirsch)作为认识论、方法论诠释学的重要继承人和捍卫者，均对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提出了质疑。在贝蒂看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危及了阐释本身的客观性, 

使客观的阐释成为一种可疑的东西[I8]47o作为一名法律史学家，贝蒂的旨趣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甚至布 

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埃贝林(Gerhard Ebeling)等人都有所不同，他关注的是一种“客观的"、“可用 

于阐释人类行为和对象”的基础性原则。因此,在贝蒂看来，伽达默尔似乎在向无标准的主观性靠近，并 

且也没有提供区分正确与错误阐释的规范性方法。而赫施则在《阐释的有效性》一书里呼吁作者意图必 

须成为衡量任何阐释的有效性的标准[18] 77o他提出文本含义(meaning)和文本意义(significance )的概念， 

认为文本含义归属实际文本，而文本意义指向文本含义与某个人、某种概念、某一情境或者某种可能性 

之间的联系。他坚定地主张文本含义保持不变，变化的只是作者或读者与文本含义的关系。他甚至还引 

进了“批评"criticism)的概念，认为“批评”力图把文本含义与其他事物关联起来，揭示的是文本的含义。 

“批评”还对文本含义和其所在的历史语境的关系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如考察某一文本如何受到其所 

在的历史语境的影响，以及它又是如何影响当时的历史语境的凹144o
西方诠释学派内部的两种派别的确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哲学基础上，且所关注的是诠释学的不同方 

面。在某种程度上,两派的的确确存在一定分歧,诠释学的研究者们最终必须要在两种立场上做出选择o 
在CDA阐释有效性的问题上，从诠释学内部的两派在客观有效性方面的不同立场来看,费尔克劳夫踏 

上的是狄尔泰认识论、方法论诠释学之路，以他为代表的CDA研究者们始终致力于寻找一种可以有效 

揭示不公平、不公正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客观方法o无论是引鉴自然科学的语料实证研究，还是回归 

人文学科的思辨阐释传统,CDA的阐释立足于一般客观化的诠释学研究方法。他们坚信,通过分析话语 

可以追溯思想意识(作者个体或特定群体、阶级的意图)o
而以威多森为代表的学者则从哲学诠释学的观点出发，拷问的则是CDA研究者的“前理解"、“前判 

断” (prejudgment)，疑虑分析者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偏见”，质疑CDA阐释结论是否也只是一种“效果历 

史"。贝蒂与伽达默尔的对立基于他们不同的诠释学立场，而费尔克劳夫与威多森关于CDA阐释有效性 

的辩论之本质则是两种不同立场的具体化。与贝蒂略有不同，赫施走在了中间地带，既肯定客观文本意 

图的存在,又承认了读者解释之主观化，还以“批评"criticism)的概念鼓励阐释者充分挖掘文本、历史情 

境对当下情境的建构或关联。从这一点来看，赫施关于“批评"criticism)的观点为CDA的阐释提供了一 

定诠释学基础,但又与CDA的批评(critical)有所不同。下文将进一步对这一点予以分析。总之，透过西方 

诠释学内部对立统一的“客观"、“哲学”两派的视角，可以发现费尔克劳夫与威多森的争论即源自于不同 

的出发点,前者寻求到达客观意义的路径,后者关注阐释分析的本质。二者立场不同,对于阐释客观性所 

秉持的观点不同，关注的焦点也不同，因此，很难判定孰对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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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评性(critical "阐释与过度阐释(over—i-terpret&tio-)的矛盾

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批评”(critical)一词将CDA与其他话语分析流派区分开来。在话语分析前冠 

以“批评”二字，表示CDA的研究则至少带有以下意味：(l)CDA将研究视野扩大至广阔的社会结构，结 

合社会现象和事实进行调查分析;(2)CDA致力于揭示隐性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普遍存在并渗 

入了日常的交往与对话，往往被“自然化”、“习惯化”，但对维护社会结构起着重要作用;(3)CDA的研究 

具有政治目标,特别关注“不公正/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4)在CDA看来,话语具有建构、巩固、 

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CDA期望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动态联系，以瓦解社会中不公正的权力关系， 

即CDA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问。

综上,CDA中的“批评"一词表明，CDA孜孜不倦探究的是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信话 

语中弥漫着隐性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文本可以将这种自然习惯化的隐性意识形态呈现出来，最终消除 

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然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CDA瞄准的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意识形态，自然 

需要从意识形态丰富的文本中找寻答案，比如，在实际研究中,CDA研究者们多关注新闻媒体、政治类文 

本，而非散文、诗歌等文学文本。既然如此，又何以断定分析的对象是隐性的、习焉不察的呢?反过来，若 

要对已经“日常习惯化”文本进行分析，以期揭示隐性的意识形态，又何以断定那不是一种过度解读呢？

安柏托•艾柯(Umberto Eco)在《阐释与过度阐释》一书中为"作者意图"(intentio auctoris)和"读者意 

图"(intentio lectoris)找到了辩证性的"作品意图"intentio operis), “作品意图"与"标准读者"(the Model 
Reader)相对应，“经验读者"(the Empirical Reader)可以对"标准读者"的类型进行推测㈣64。从作品意图 

的角度来看，“本文”已经成为了一个客体,这个客体被建立起来以论证阐释的合法性。20世纪英美文学 

“新批评”的解读方式产生出了无所依傍、自由自在阐述文本意义的价值体系，这种对待文学及文本意义 

的态度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发生了激烈碰撞。在聚讼纷纭的国际大讨论中,艾柯所提出的作品意图似乎 

同样是一种折中的策略，既肯定了众说纷纭、争持难下的读者意图，又承认了作者阐释其作品的权利, 

并创造了作品意图这一概念试图固定住文本的实际意义°CDA应当属于艾柯所定义的“经验读者” 

(Empirical Reader),他们“批判性”的阐释涉及但并不针对和强调“作品意图"，他们试图揭示“作者意图”， 

但“作者意图又往往无法企及”㈣25或难以得到肯定的裁决，最终似乎更适合被归类于一种“读者意图"

但这难道就意味着CDA的阐释只是读者意图发挥的结果吗?是否存在一定标准在合理的阐释与“过 

度阐释”之间划出界限呢?艾柯在《阐释与过度阐释》一书中给出了建议。他首先引用波普尔(Popper)的 

“证伪原贝『'对“不好的阐释"bad interpretation)进行界定:那些违背了简洁、“经济”性标准的阐释、与“已 

知可靠”的假说相冲突的阐释属于这一范畴。继而指出，有时我们也许无法断定一个阐释是否正确，但至 

少难以判定它是错的。若一种阐释不能被证明是一个伪命题或不能被其他的证据所排除,我们仍应该给 

予认可。艾柯还提出，若要对“作品意图”的推测进行证明，唯一的方法是将其放置于本文的连贯性整体 

予以验证。对一个文本某一部分的阐释若为同一文本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这一阐释就是可接受的;如不 

能，则应被舍弃。这一点实际为诠释学中的经典概念“诠释学循环”作了旁白，部分与整体相互依存的动 

态关系制约了阐释的限度，因此，某种天马行空、任意过度的阐释是无法逃脱文本整体所塑造的空间的。

CDA当然可以声称揭示的是某种隐性的意识形态，但正如费尔克劳夫所说,CDA的研究者要保持反 

思，其阐释结果也应受到一定标准的制约。对于那些违反了简洁、经济性的阐释、与可靠的事实或假说相 

违背的阐释结果,我们应当保持警惕°CDA还应受到诠释学循环中整体连贯性的检验,而对于一些无法 

证实但也难以证伪、甚至有较强说服力的阐释，则可以保持乐观的态度。此外，由于CDA似乎更适合被 

归类于读者意图，其研究者不应否认其他阐释结果的存在。对于某一文本,CDA分析者与未接受过CDA 
训练的普通读者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经历、价值观、文化教养的普通读者之间亦可能产生不同结 

果。因此，认为CDA揭示了某种不公正意识形态或政治权力存在的可能性似乎更为恰当。

三、CDA阐释矛盾的辩证分析

通过对科学实证分析与人文思辨阐释、认识论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批评”性阐释与过度阐释这三重 

矛盾的梳理,可以发掘费尔克劳夫与威多森关于CDA阐释有效性之争的本质°CDA从社会学、语言学、哲 

学等多个学科中汲取营养，是一门杂糅性较强的理论。从其DNA的构成上看,CDA既有科学实证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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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倾向，又继承了人文学科的阐释传统。狄尔泰认为人文研究的关键词是“理解"(understanding),而“说 

明"explaining)则适用于自然科学，“科学说明自然，人文研究理解生命之表现”349。威多森在质疑CDA名 

称中“分析”与“阐释”含混不清时，也许的确忽视了 CDA结构中“实证说明”与“人文理解”方法的兼容性。

在CDA“预见性、偏向性、排他性”的阐释问题上,威多森与费尔克劳夫两位学者的探讨是西方诠释 

学内部两派之间的分歧在CDA研究领域的投影。认识论、方法论性质的客观诠释学派坚信文本客观性 

的存在,他们以探索有效的阐释路径为己任,相信通过某种客观有效的方法可以抵达那一终点。以海德 

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派虽未否认客观性的存在，但由于其对主客二分以及客观有效路径 

的否认，抵达终点变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这两派萌芽于不同的哲学基础,关注的焦点和发展方 

向也各不相同，但它们最终都长成参天大树，成为支撑起整个诠释学大厦的最重要的两道横梁。对于诠 

释学的发展来说，这两派各有裨益;对于CDA的发展来说，威多森与费尔克劳夫的观点同样不可或缺。 

费尔克劳夫从索绪尔、福柯、哈贝马斯、巴赫金、韩礼德等学者那里证实了以话语揭示意识形态之可能， 

而威多森则为主观性、任意性、偏向性的阐释分析敲响了警钟。他们正如火车的引擎与刹车,一个期望带 

领人们前往更自由、平等、解放的世界，另一个则负责把控车速,避免冲向任意主观的深渊。

哈贝马斯批判的诠释学在理解和诠释的基础上加入了批判的维度。然而，从批判学派汲取营养的CDA 
的“批评"critical)往往是对“隐性”意识形态的解读和揭示，极易滑向一种“过度阐释"。实际上，这一矛 

盾同样与西方诠释学的一个经典论题遥相呼应:是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还是曲解文本。艾柯或赫 

施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通过作品意图还是文本含义、通过读者意图还是文本意义，他们都在 

寻找一种折中的方案，使各派的观点交汇融合。即便阐释立场并不鲜明，他们仍然为阐释结果的判定提 

供了一些参照标准，诠释学循环作为这些标准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可为CDA研究者对最终结果的反 

思提供一定启示°CDA不能否认其他阐释结果的合理性，应当说,CDA的分析结果是众多可能性之一。

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知识或思想自我运动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即其自身的否定性。思想理论的这种 

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双重的否定:一方面,思想不断地自我充实与发展,从而变得越来越丰 

富具体、越来越有包容性;另一方面，思想理论又不断地对已有的部分进行自我否定和批判，在此基础上 

达到更高的逻辑层次、拥有更深刻的思想力度㈤。这两方面的否定具有双重功效,前者使思想和理论更 

加丰富完善,内容更加全面和充实,而后者则使逻辑更加清晰,思想更加深刻。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思想 

中这种内在的否定不是消极的否定，而是在自我否定和对抗中埋藏着积极、肯定的种子，由此继续前进 

产生积极的成果;这种成果绝不会是最终成果,否定性的环节会一直推动肯定的环节,而内部的矛盾与 

自我对立正是这股推动发展的力量。

上文关于CDA理论的探讨正符合黑格尔辩证法所提出的发展规律°CDA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批判 

哲学的土壤中萌芽，不断吸纳不同学科的思想精华，从巴赫金那里汲取对话思想,从韩礼德等语言学家 

那里借鉴文本分析的方法,近年来又广泛结合语料库语言学、多模态符号学等理论,成为一种具有活力 

的分析工具。这正是理论不断自我充实和丰富的过程。而威多森等人的批判和争论正是这一理论内部的 

否定与自省，对分析结果有效性的质疑正是推动CDA发展，使其逻辑更加清晰、分析更加客观、理论更 

加深刻的推手。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哲学诠释学、批评性阐释与过度阐释之间既相异又相融、既矛盾又 

互补,这种张力和交融正是黑格尔辩证法所说的推动力量。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都积极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试图以大数据的量化分析弥补CDA理 

论的不足。语料库可以为文本分析提供丰富的素材，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得到更为客观的结果,从而中 

和话语分析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偏见。长远来看，语料库方法的运用将成为CDA研究的主要趋势。此外， 

在国内的CDA研究中，施旭等学者针对西方话语分析理论的局限,提出建立符合中国学术传统的话语 

分析方法㈣。他们认为,CDA的思维方式、基本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问题导向，起源于西方传统，同 

时也局限于西方现实,并不具有普遍性,不应不分时空地应用:在西方CDA研究者看来,语言是人类意 

识形态操控下的工具,人们通过话语的实践实现某种个人的或利益群体的目的，然而，在中国语言哲学 

传统中，语言的目的是“立德"，语言是为了帮助人们建立和保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因此，将西方的CDA 
理论套用于中国话语以发掘其中的意识形态似乎并不妥当;况且,CDA研究者总是试图在语言和社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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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文本证据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找到一种单一、机械的因果逻辑关系，忽视了事物的错综复杂性，这 

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中“变易”的思想以及综合“德”、“道"、“行”等多方面因素进行整体分析的观点不 

符㈣。因此，中国的CDA研究者应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辩证观念,超越简单的切割、审判等二元对立的思 

维模式，避免简单武断地套用西方理论,应针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特点建立自己的话语分析系统。

四、结语

本文以著名语言学家威多森与CDA主要代表人费尔克劳夫的辩论为线索，从诠释学的视角分析了 

CDA理论中的三重矛盾。通过梳理和辨析这些矛盾的本质，发现威多森与费尔克劳夫关于CDA阐释有 

效性的分歧并非凭空产生，在诠释学的几大经典论题中都可以找到源头°CDA的分析过程中既有科学实 

证的思想，又有人文阐释的研究传统，这与西方阐释学的发展历程是一脉相承的。费尔克劳夫等CDA的 

创始人试图结合这两种研究传统并找到一种揭示文本真实意图的有效方法，而斯塔布、威多森等学者对 

这种方法的质疑是对阐释行为本身的哲学思考。当CDA研究者们竖起“批评性”的旗帜向话语中隐性的 

意识形态进军时,过度阐释便成为了一种威胁和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语料库研究方法可被广泛运用， 

以中和分析者可能存在的偏见。然而，西方CDA理论的普适性仍然值得推敲，不同文化的语言观并不相 

同,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也许并不完全适应中国话语研究的土壤。

总之,在黑格尔辩证思想的观照下,CDA内部的诠释学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不仅呈现了 CDA结 

构的复杂性，更标志着CDA理论发展的推动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威多森与费尔克劳夫的辩论对CDA 

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而CDA的研究者在循着其创始人开拓的路径前行时，应参考理论之间对立统一 

的辩证关系,结合分析对象的语言文化特点,挖掘实际的话语问题，并借助语料库等量化分析方法的优 

势，得到真正客观有效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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